
沃勒斯坦及其合作者所著的《开放社
会科学》，与其说是一本建立在严格论证基
础上的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篇纲领性的

宣言。如果要给这份宣言归纳出一个简洁
的口号的话，“重建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
也许是最为合适的一个。然而，尽管距离
该书的发表已经过去将近八年，但“开放社
会科学”这一目标本身，在沃勒斯坦等人的
眼中，可能仍然是一个正在生成而不是业

已实现的图景。也就是说，在今日实际上
占据着世界社会科学研究主流的，仍然是

他们在八年前所着力批判的研究风格和制

度设计。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在这篇文章里把

它们———亦即与沃勒斯坦等人所主张的
“开放社会科学”相对应或对立的现象———
称之为“封闭的社会科学”。以下主要想谈
谈自己对两个相关问题的一点认识：“封闭
的社会科学”形成的逻辑和机制是什么，这
些机制本身又是如何限制了我们在观念世

界和现实世界中去打破这种封闭的，以及

打破这种封闭的一个可能进路是什么。

“封闭的社会科学”的形成：
一个自我实现预言

在沃勒斯坦等人看来，我们所拥有的

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亦

即笔者在本文中所命名的“封闭的社会科
学”的图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支撑这一
形式的前提假设上都是值得质疑的，甚至

是人为“建构”起来的。所以他们首先要回
答的，乃是这样一个大问题：自 18 世纪以

来至 1945 年这段时间里，社会科学作为一

种知识形态，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

这样，尽管是隐喻的，沃勒斯坦等人也就等

于同时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社

会科学（乃至所有的知识）的生产逻辑究竟

是什么，制约我们去改变这一逻辑的那些

机制又是什么？

在笔者看来，尽管沃勒斯坦等人在书

中并没有直接地说明，但他们对这一问题

的回答乃是沿着两条线索推理下去的。第
一，在现实世界中，诸社会科学门类乃是在

现代世界历史体系的逻辑大获全胜而不受

质疑的时候获得其支配形式的，也就是说，

今日的社会科学虽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诞

生，但它在当代大行其道却是一种经济霸

权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于是，“权力”进
入了我们的视野；第二，在观念世界中，诸

社会科学门类之所以以这样的形式（例如

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划分方
式）而不是别样的形式存在，部分是偶然性

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形式背后的理
论预设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一整套先验

假设而不加反思地予以接受，并参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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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后的行动当中。
封闭的社会科学的形成过程，如果说

一开始仅仅是欧美世界的产物的话，那么，

其在随后几百年间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取得

支配地位的过程，则是将这一制度化的形

式与其背后的理论预设在更广的空间内不

断强化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外部的

经济社会因素及依附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经

由社会科学家自身的接受而逐渐获得合法

性的过程。其后果不仅遮蔽了社会科学家
的视野和思维，还导致社会科学家的研究

成果的解释力下降，更重要的是，封闭的逻

辑一旦生成，它就不会自动停止，反而会继

续扮演着“复制”的角色：它在每一个人的
头脑中装上相同的系统，从而摧毁掉了本

应存在的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多样性。
必须使已经形成的社会科学的组织结

构再度开放以打破封闭。从直观的层面
看，可能的进路也无外乎两条。一是社会
科学的从业者在主观意识上对那些支撑今

日之学术分工的各种理论预设保持充分的

警惕，并对它们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否
思”；二是打破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重新
分配世界范围内的资源。
然而，要实现这两点，谈何容易。其中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今日所看到的社

会科学的诸种形式及制度设计的形成过程，

亦是一个“自我实现预言”的过程———也就
是说，尽管那些划分出诸如社会学、经济学、
政治学等学科的“理据”无论在 18 世纪还是
在 21 世纪都是想象出来的虚构之物，但在

21 世纪的今天，这些“理据”之下的制度设
计却并非虚幻地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世界”
之中，它们业已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
生活世界”之中，并成为我们去打破这种封
闭的结构性限制因素。
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仅仅在思想

上打破封闭并不能必然地或自动地带来社

会科学的开放，我们必须同时改变支配了

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现实世界的资源分配格

局和权力支配关系。因为正如今日的社会
科学是一个“被支配集团中的支配集团”一
样，打破这种封闭或支配，则必须打破“封
闭了被封闭的社会科学的诸因素”；或者像
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打破封闭：“从来就没有什么
救世主”

于是，打破封闭的社会科学，重建开放

的社会科学，也就转变成了一个认知结构

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亦即关涉到一个

行动理论的问题。虽然社会科学工作者不
仅是学科结构的建构者，而且也是这些结

构的被建构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

家们就无所作为；或者，如吉登斯所说的那

样，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结构化”的。
然而，如果社会科学家认为打破封闭

的社会科学仅仅是他们所能从事的一项

“事业”的话，那么就未免过于自大了。我
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重建一种开放的

社会科学，不仅仅取决于具体场域中的社

会科学家在多大程度上运用其所能支配的

资源去改变自身的位置，也不仅仅取决于

社会科学家的共同体在多大程度上对那些

自 1945 年以来已经遭受到质疑的种种理

论预设保持警惕并提出新的假设，而且同

时取决于整个世界体系（尤其是世界经济

体系）将朝着什么样的方向转型———甚至
从某种意义上，这一点才是最为重要的。
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对社会科学家

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一种“开放社会科学”
的能力表示怀疑。而只是想提示一个事实：
我们今日所见的社会科学，虽是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得以形成和维持的制度性因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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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它同时只不过是整个世界体系制度

性因素中较弱的因素之一；封闭的社会科

学虽然支配了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的主流意

识，但它同时也被更为强大的逻辑和意识

所支配。无论其如何变化，其终究是在资
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逻辑之中形成、发展和
变化的；无论社会科学本身业已发生了什

么样的变化，一个不变的事实是，我们不但

没有摆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制约，反而

日益被这个体系的逻辑所侵蚀，日益成为

这个体系中的一分子，所不同的仅仅是我

们现在所处和将要所处的位置是边陲还是

核心。
所以，打破封闭的社会科学，个人在智

识上保持自我警省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

乃是要打破自 18 世纪以来历史地形成的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观念世界的革命固然

重要，真实世界的革命更为关键：历史业已

证明，正是在 1945 年后的世界发生了重大

变化的背景下，加之 1968 年世界性革命的

冲击，自 18 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科

学的诸种共识的合法性才受到了质疑和动

摇；也正是在这一革命的情形中，人们才开

始建构各种新型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意识

形态。因此，关于打破封闭的社会科学，最
激进的主张莫过于此，只有从根本上摧毁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大厦的制度性基

础，才能在废墟上真正重新建立起一种开

放的社会科学。
但是，想必包括沃勒斯坦在内的思想

家，都不可能完全接受这一激进的主张。
笔者斗胆揣测，对于沃勒斯坦他们来说，不

能接受这一主张的原因，首先是感情上的，

其次才是智识上的。所以在沃勒斯坦的
《开放社会科学》中，我们会发现，身为“世
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沃勒斯坦竟然能够
忽视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与他本人所提出

的世界体系结构中核心—边陲之间的关

系，从而也未能具体而认真地讨论 19 世纪

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

结构中边陲化的问题———而这，本来“应
该”是他及他的“世界体系理论”逻辑的必
然延伸才对。
然而，我们不必对沃勒斯坦等人过于

苛刻。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尽管对我这样
的中国人来说，提出上述的激进主张没有

任何历史或道德上的负担，但也不得不承

认，这样的主张实在过于刺激，以至于只能

在观念世界中“愤青”一把，而绝不敢把它
置于大雅之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乃是
在于前述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今日所看

到的社会科学的图景，早已是一个“自我实
现预言”，你和我都深深地嵌入其中———否
定它，岂不等于否定我们自己这么多年来

辛辛苦苦积淀起来的“财富”？尽管可能从
一开始，我们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于是，沃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在
带给我对于社会科学诸预设的自觉警省的

同时，也带给我无穷无尽的烦恼和痛苦。
然而，我之愚钝或懦弱，并不代表中国人之

愚钝或懦弱。未来之中国一定能够开创出
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的文明方式，这

种文明既吸收了西方文明的精华而又是从

中国的传统中内在地、自生自发地生成出
来的，并与世界上其他的诸文明方式一道

平等地共生，那时的中国社会科学，才有可

能成为世界体系中的“平等的一员”，也只
有到了“环球同此凉热”的时候，一种真正
的开放社会科学才能够生成！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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